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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 AF)是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显著增加死亡、心力衰竭、卒中、痴呆和

认知功能障碍风险。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房颤患者没有症状，仅在查体或发生并发症时，才被发现罹患

房颤。预测模型是房颤高风险人群筛选的有效工具，对该人群进行更积极的监控及制定预防措施能够带

来临床获益。不同预测模型来源人群不同，最佳适用人群也不同，本文总结了基于经典心血管危险因素

的房颤预测模型，现旨在针对不同适用人群的房颤预测模型进行讨论，以期为临床医务人员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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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rial fibrillation (AF) is the most common persistent arrhythmia, which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risk of death, heart failure, stroke, dementia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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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with AF have no symptoms in clinic, and they are not found AF until physical examination 
or complications occur. The predictive models of atrial fibrillation can help screen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clinical benefits could be brought with more aggressive moni-
toring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Different prediction models come from different people and are 
suitable for different peo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trial fibrillation 
prediction models based on classical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prediction models of atrial fibrillation for different applicable popul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lin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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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房颤动(AF)是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1]，中国房颤真实世界研究显示 2020~2021 年房颤的粗患

病率为 2.3%，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年龄标准化房颤患病率总体为 1.6% [2]。随着人口老龄化，

该病的发病率与患病率将日益增高[3]。约 1/4 的房颤患者自述无症状[4]，仅在查体或发生并发症时，才

被发现罹患房颤。与有症状的患者相比，这些无症状患者发生血栓栓塞事件和死亡的风险更高[5]，因此，

识别房颤高危人群，从而进行系统性筛查及早期预防十分重要。20 余年来，相关预测模型发展迅速，从

分析房颤相关危险因素，构建简单风险评分模型[6]，到加入相关生化检验[7]、心电图、心脏彩超检查指

标以及遗传基因相关的增强模型，从使用经典的逻辑回归方法、列线图，到目前人工智能主导的机器学

习[8]，极大的增加了房颤预测的准确性及灵敏性。因我国临床上患者数量多，而简单的评分可以更快速

地识别房颤事件高风险人群，使得这些人群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筛查及预防。故本文将重点对基于心血管

危险因素的房颤预测模型进行阐述。 

2. 不同种族的人群 

2.1. 亚洲人群 

2.1.1. CHADS2评分和 CHAD2S2-VASc 评分 
2001 年 Gage 等[9]通过合并既往两个研究[10] [11]的危险因素形成一个新的风险评分——CHADS2

评分。该评分由 5 个卒中危险因素组成，包括充血性心力衰竭、高血压、年龄、糖尿病病史以及既往缺

血性卒中或 TIA 史。2010 年 Lip 等[12]在 CHADS2评分的基础上纳入血管性疾病和女性 2 项，并将年龄

细分为 65~74 岁(1 分)、年龄 ≥ 75 岁(2 分)，形成了 CHA2DS2-VASc 评分。除了评估房颤患者卒中风险

分层之外，两种评分在预测新发房颤、预测房颤射频消融后复发[13]、预测冠脉造影预后[14]、评价无房

颤患者的卒中风险[15]等心血管疾病方面均有一定应用。Chao 等[16]研究显示，CHADS2评分从 0 分到 6
分的房颤发病率从每 0.8 例/1000 人/年增加到每 34.6 例/1000 人/年，AUC 为 0.713。一项关于中国西南地

区的流行病学调查[17]中，两种评分预测房颤的 AUC 分别为 0.68 和 0.72。Saliba 等[18]使用 CHADS2和

CHA2DS2-VASc 评分预测中东人群房颤也有较好结果(AUC = 0.728,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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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HATCH 评分 
该评分最早是在 2010 年，Cees B 等[19]为确定房颤进展的危险因素，在一项纳入 1219 例阵发性房

颤患者的研究中，随访 1 年，使用这些危险因素构成了 HATCH 评分，包括高血压、年龄 > 75 岁、短暂

性脑缺血发作或卒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心力衰竭。有研究[20]显示，HATCH 评分每增加 1 分的新发

房颤风险比为 2.059。Hsieh 等[21]将 CHADS2、CHA2DS2-VASc 评分和 HATCH 评分用于评估卒中患者

的房颤风险，比较了住院期间和随访期间三种评分的 AUC，结果显示 HATCH 评分在两个队列中均最优，

将中风严重程度添加到三种风险评分中，显著提高了模型的性能。一项中国台湾的研究[22]比较了

HATCH、CHA2DS2-VASc 和 CHADS2评分对癌症患者新发房颤的预测，结果显示，HATCH 评分预测价

值较前两者评分更佳(AUC = 0.69 vs 0.68 vs 0.67)。 
以上两种模型的优点在于纳入评分的危险因素均为经典心血管危险因素，临床上相关评分内容简单

易得，且在我国人群中进行了多次验证，均显示出较高预测价值，适合高危人群筛查。缺点在于两种评

分并不是房颤预测的特异性评分，可能无法达到最佳预测效果，且在国外人群的验证较少，仍需大规模

的不同种族的人群进行验证。 

2.1.3. C2HEST 评分 
为了调查亚洲人群发生房颤的危险因素，Li 等[23]在 2019 年通过对中国云南保险数据库的 471,446

例患者进行分析，得出 C2HEST 评分，基于中国人群的发现集和基于韩国人群的验证集中 AUC 分别为

0.750，0.654。该评分由 5 个危险因素组成，包括冠心病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高血压、老年、收缩性心

力衰竭、甲亢。此研究中，还与上述 3 种评分进行比较，除了在验证集中与 HATCH 评分上相比略微显

著(AUC = 0.654 vs 0.646, P = 0.059)外，C2HEST 评分均显示出更好预测能力。2020 年，一项研究[24]再
次比较了 C2HEST 评分和 HATCH 评分，结果依旧显示两种评分对新发房颤有良好的预测效能，其中

C2HEST 评分(AUC = 0.789)较 HATCH 评分(AUC = 0.771)更好(Delong test P < 0.001)。法国的一项卒中人

群研究[25]中，显示 C2HEST 评分显著优于 CHA2DS2-VASc 评分和 Framingham 房颤评分(AUC = 0.734 vs 
0.703 vs 0.720)。该模型纳入了甲亢这一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房颤发生率较普通人

群明显升高[26]。 
该评分的优点在于是首次在亚洲人群中建立的房颤风险模型，发现集与验证集人群数量大，且在欧

洲人群进行过验证。缺点在于该模型在欧洲人群的验证中并没有与欧洲人群经典的房颤预测模型如

CHARGE-AF 评分等进行比较。 

2.1.4. 10 年房颤风险评分 
Aronson 等[27]在以色列队列 96,778 名患者中开发了 10 年房颤风险评分，并在 Framingham 心脏研

究(FHS)组、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ARIC)研究、心血管健康研究(CHS)中进行验证，衍生队列和验证队

列 10 年累积房颤发病率均为 6%，衍生队列 AUC 为 0.743，验证队列 AUC 为 0.749。该研究较之前的房

颤预测模型相比，纳入了几个新的风险因素，如炎症性疾病、外周动脉疾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表明自

身炎症性疾病对房颤发生可能也有一定作用。该队列随访时间长，是首次在中东队列中建立的房颤预测

评分。但仍需在东亚及欧美人群进行验证。 

2.2. 欧美人群 

2.2.1. Framingham 房颤评分 
2009 年，Framingham 心脏研究(FHS)组[6]对 1968 年 6 月和 1987 年 9 月进行的 Framingham 心脏研

究的 4764 名参与者长达 10 年的随访观察，房颤发生率约 10%，该队列人群主要为中老年白人。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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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内与房颤发展相关的临床危险因素。根据临床病史、检查和心电图得出风险评分，其中包括年龄、

体重指数 ≥ 30、收缩压 ≥ 160 mmHg、高血压是否治疗、PR 间期、出现明显心脏杂音的年龄、发生心衰

的年龄。衍生队列中的 AUC 为 0.78，后续加入了超声心动图指标，模型 AUC 仅提高到 0.79。因为人群

的局限性，随后 Schnabel 等[28]在年龄、基因与环境易感性–雷克雅未克研究(AGES)和心血管健康研究

(CHS)队列(包含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中进行了验证，仍表现良好——AGESAUC = 0.67、CHS 的白人 AUC 
= 0.68、非裔美国人 AUC = 0.66。 

该评分的优点在于随后基于欧美人群开发的评分中多次进行验证，其均显示出一定的预测价值。缺

点在于纳入的相关危险因素如 PR 间期、超声心动图指标等需专门检查，较为麻烦，出现心脏杂音及心

衰的年龄可能回忆偏倚较大。 

2.2.2. ARIC 评分 
2011年，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ARIC)组[29]利用ARIC研究中的 14,546名受试者(包含年龄在 45~64

岁的黑人与白人)，房颤发生率约 3.5%。根据临床实践中常见的房颤危险因素，组成了新的评分。该评分

包括以下变量：年龄、种族、身高、吸烟状况、收缩压、高血压药物使用、心脏杂音、左室肥厚、左房

增大、糖尿病、冠心病和心力衰竭。ARIC 评分 AUC = 0.78，在该队列中优于 Framingham 房颤评分(AUC 
= 0.68)。 

该评分同时纳入了白人和黑人人种，对欧美人群具有较好适用性，该评分没有使用心电图指标、体

重指数，而加入了吸烟、糖尿病、冠心病等经典心血管危险因素，更便于临床评估。缺点在于房颤来自

出院记录，因此可能遗漏；对于≥65 岁的患者可能预测效果不佳；除了白人和黑人，其他种族或民族背

景的可能不适用。 

2.2.3. CHARGE-AF 评分 
Alonso 等[30]在 2013 年使用美国 3个队列——FHS、ARIC研究和CHS队列得出新的房颤预测模型，

即 CHARGE-AF 评分，并在欧洲的 2 个队列——AGES 和鹿特丹研究(RS)进行验证。该评分综合了

Framingham 房颤评分和 ARIC 评分的危险因素，将年龄、种族、身高、体重、收缩压、舒张压、吸烟、

使用抗高血压药物、糖尿病、心肌梗死、心衰纳入简单预测评分。将 PR 间期、左室肥厚纳入增强预测

评分。简单预测评分的预测效果良好，加入了心电图及彩超数据后未显著改善预测效能(AUC = 0.767 vs 
0.765)，但都优于 Framingham 房颤评分(AUC = 0.734)。 

该评分进行了多个队列的验证，具有稳定的预测效能，但其在亚洲人群的预测价值仍需相关研究进

行验证。 

2.2.4. Mayo 房颤评分 
2014 年，Kyle [31]等使用 Kirchhof 的综述中所总结并验证的房颤危险因素，形成了一个新的房颤模

型，即 Mayo 房颤评分，包括心力衰竭、瓣膜疾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男性、年龄。在 Intermountain 
Healthcare 门诊数据库的 100,000 患者中进行测试，房颤风险评分为 1、2、3、4、5 及以上的患者后续诊

断房颤的 OR 值分别为 3.05、12.9、22.8、34.0、48.0，AUC = 0.812。 
该模型优点在于使用门诊人群，患者数量多，适用性及准确性较好，且纳入的因素简单易得，便于

临床使用。但亚洲人群的适用性仍有待验证。 

2.2.5. HARMS2-AF 评分 
Segan 等[32]于 2023 年在英国生物库(UKB)和 FHS中开发并验证了HARMS2-AF评分，包括高血压、

年龄、Raised BMI ≥ 30 kg/m2；男性、睡眠呼吸暂停、吸烟和饮酒史。在 5 年的随访中，UKB 队列中 A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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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2，FHS 队列中验证 AUC = 0.757。在本研究中，还综合比较了上述评分，Framingham 房颤评分因

缺少 PR 间期等心电图数据，导致预测效能较低(AUC = 0.568)，ARIC 评分取得了中度的预测效能(AUC = 
0.713)，CHARGE-AF 评分(AUC = 0.754)与 HARMS2-AF 评分预测效能相当。 

上述评分中，加入了心电图及心脏彩超等指标的增强评分未能显著增加评分的预测效能，而使用经

典心血管危险因素的 Mayo 房颤评分及 HARMS2-AF 评分的预测效能良好，更适合临床大规模使用，但

两种评分预测效能之间的比较，有待未来研究进行。房颤风险评分工具越简单，就越有可能被用于早期

筛查，以确定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房颤监测，这反过来又将帮助对房颤患者进行早期诊断。 

2.3. 其他评分 

除了上述评分外，还有一些评分应用于预测房颤发生。Chao 等[33]在中国台湾人群中形成的评分

(Taiwan AF score)。该包括年龄、男性和共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冠状动脉疾病、终末期肾病和酒精中

毒)。该评分 1 年随访的 AUC = 0.857，16 年随访的 AUC = 0.756。日本的 Suita 研究组[34]的评分危险因

素包括性别、年龄、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脏杂音、超重、吸烟、饮酒，10 年随访的 AUC = 0.749。
Suissa 等[35]在法国一组卒中人群中随访并建立了 STAF 评分，包括：年龄 > 62 岁、NIHSS 评分 ≥ 8 分、

左房扩大、无症状性颅内外狭窄 ≥ 50%或临床–放射学腔隙综合征，其对≥5 分的患者房颤诊断敏感性为

89%，特异性为 88%，但其评分内容如心脏彩超指标、血管狭窄程度等获取需经专门的仪器设备检查，

较为麻烦，限制了其在临床的应用。 

3. 结语 

本文从不同人种及不同合并症人群中应用的评分进行阐述，可指导临床医生在面临不同情况时进行

更好的选择。通过表 1 可见，预测房颤的危险因素中，年龄、高血压、BMI、心衰、冠心病在一半或以

上的研究中被纳入评分系统，其中，年龄是房颤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一项中国房颤流行病学研究报告[2]
显示，房颤的患病率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从 18~29 岁的 0.4%增加到 80 岁以上的 5.9%。高血压是公认

的危险因素，房颤人群合并高血压的比例高达 60%~80%，高血压也显著增加房颤人群不良心血管事件风

险[36]。肥胖会显著增加房颤患者的卒中及死亡风险，BMI每增加 5个单位，房颤事件增加19%到 29% [37]。
约 1/3 的心力衰竭患者会发生房颤，1/3 的房颤患者会发生心力衰竭[38]，上述经典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

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使心肌结构重塑及心肌电重构，继而引起心脏功能障碍，使心房颤动的发生率大

大增加。其中年龄在上述研究模型中均纳入为危险因素，其对心脏结构本身的影响及随年龄增加慢性病

的发病可促进房颤发生，在不同人种、不同合并症中均有作用。 
 
Table 1. Scoring system and risk factors 
表 1. 评分系统和风险因素 

风险评分 验证种族/人群 分数 年龄 性别 身高/体
重/BMI 烟酒史 心衰 高血压 糖尿病 

CHADS2/ 
CHA2DS2-VASc 

亚洲、欧美 
/卒中、心梗、癌症 0~6/0~9 √ √   √ √ √ 

C2HEST 东亚/卒中 0~8 √    √ √  

HATCH 东亚/卒中、癌症 0~7 √    √ √  

Framingham 欧美/卒中 3~28 √  √   √  

ARIC 欧美/- 5~40 √  √ √ √ √ √ 

CHARGEAF 欧美/-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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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Mayo 房颤评分 欧美/- 0~12 √ √   √ √ √ 

HARMS2AF 欧美/- 0~14 √ √ √ √  √  

台湾房颤评分 东亚/- 2~15 √ √  √ √ √  

Suita 东亚/- 6~30 √ √ √ √  √  

10 年房颤评分 东亚/- 1~9 √ √ √  √ √  

STAF -/卒中 0~8 √       

风险评分 TIA/卒中 
/严重程度 

冠心病/心梗 
/血管病因学 慢阻肺 心脏杂音 心脏彩超 高血压是否

治疗 其他 

CHADS2/ 
CHA2DS2VASc √ √      

C2HEST  √ √    甲亢 

HATCH √  √     

Framingham    √ √ √ 心电图指标 

ARIC  √  √ √ √  

CHARGEAF  √   √ √ 心电图指标 

Mayo 房颤评分  √     瓣膜病 

HARMS2AF       呼吸睡眠暂停 

台湾房颤评分  √     肾功能不全 

Suita  √  √   心律失常 

10 年房颤评分  √ √   √ 自身免疫病 

STAF √ √   √   
 

这些上述模型虽各具优势，但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第一，一些评分纳入的危险因素较难准确获取，

数据准确性有待验证，且有些数据获取较为困难，不适用于大规模临床初筛。第二，不同的评分模型是

基于不同的种族及人群提出的，且多为国外人群，在不同的验证性研究中提示其预测效能存在差异，在

国内临床上尚未得到普遍接受及使用，仍缺少一个被普遍接受，且适用于我国人群的预测评分系统。因

此，后续应充分利用好我国临床病例丰富的优势，对既往评分进行外部验证，另一方面，中国房颤患者

的流行病学特征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别，我国人口基数大，医生数量少，使得进行系统性筛查房颤较为困

难，建立适合我国患者特点的评分模型，是我们更需关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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